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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把中港互動放上議程 

「後佔領運動」的香港社會正處於 一個政治悶局的狀態﹕行動遠遠超前於思想的準備，

而當前者未能帶來預期的效果時，由組織者到參與者均不知如何面對後續的問題。繼續高

呼「莫忘初衷」是可以 的，可是如何將此轉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這卻是令他們頭痛

的問題。將整場運動理解為一次「人民覺醒」（因此未有取得具體的政治成果也沒有什麽

所謂）亦未 嘗不可，不過日後怎樣將思想上的覺醒轉化為政治及社會訴求，這並不容易

處理。在目前這個「後佔領運動」的處境裏，跟很多社會運動的經驗一樣，激情過後，仍 
舊需要回到思考「怎麼辦？」的老問題。 

《香港革新論》一書的二十四位年青作者，認真的進行反思，大膽拋出了二十二個課題 
（包括全書綱領和後記）供關心香港政治的讀者探討，如何在這個悶局之中尋找「革新保

港，民主自治」的新的出路，這需要智慧的同時，亦需要勇氣。而他們要處 理的（儘管

並未有很清楚和直接的表明），是兩個大問題——何謂香港的主體？怎樣具體地操作這個

主體的概念？坦白說，《香港革新論》一書並未有全面地回答上 述兩大問題（而我們作

為讀者或者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之大，實非一兩本書的篇幅之

內可以全面處理的。但能夠將問題提出來，已經相當 不簡單了。 

未見深入討論面對北京之策 

這二十四位作者的意見與分析，並非完全一致。但當 中一個共通的問題是，對於如何在

現實政治中面對北京，並未有深入的討論（袁彌昌和房吉祥的兩篇是例外）。我不認為在

今天的政治環境裏，任何探討香港前景的 討論，很難想像可以不將中港互動這個題目放

到最為中心的位置。在迴避了中港互動這個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一切關於香港主體、自

主、自治（意思應該是高度自主 的自行治理）的討論，都變得只是一種主觀期望，而不

是在思考很實在的、可以具體操作的政治運作模式。 

主體自治議題 討論勢遇阻撓 

這 就是說，談香港主體性——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很難抽離於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背景。這不是一個個人喜歡與否，又或者單純是民族主義與 否的問

題，而是兩者實實在在的存在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已不再只是雙方心照不宣的共

識，而是正式的中央政府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單方面假設對方會 「適可而止」、為了

大家之間長遠和諧的關係而「留有餘地」，明顯地是一廂情願，甚至是脫離現實。今天，

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太願意正視如何跟內地相處的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的

主觀喜惡而自動消失。而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只會愈來愈

大。我所指的中國因素跟國家的國際地位、經 濟影響力沒有直接關係；九七回歸之後，

整個生態環境已起了變化。中港兩地往來早已由以前單邊傾斜變為雙向流動，香港需要重

新認識來自內地的規模效應。至於 香港社會內部亦發生了轉變。抗衡反對派的團體、行



動愈來愈有組織化的趨勢，除了受到物質激勵的刺激外，這還真的可以發展為一門取得和

鞏固利益的事業。由於 利益格局起了變化，一定會有更多人投身其中。所以，就算不主

動出擊，但求「革新保港」，對手也會找上門來，不會讓主體、自治等題目可以隨隨便便

的在社會上 討論。這並不是我會想見到的情况，但中港互動必然出現。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中港互動呢？這是一個難題。香港整個社會從 回歸之前到今天對

此仍欠一套完整的論述，而要求作者們立即對此有一套看法，可能是有點兒不公平。但可

以想像，到他們再深入討論之時，不能避免要將這個問題 放上議程，並且要把它視為最

核心的課題，而不可左右而言他，輕輕帶過便算。——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

究學系講座教授 

 


